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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石忆邵，史东辉
1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中国上海 200092) 

【摘 要】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对其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率进行了定量测度;运用变异系数和

GenemlG 指数对三项生产率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对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子展开

定量研究。结果显示:①在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测度中，综合考虑了产量、产值、热量、播种强度等多项因素，拓展

了农业生产率的内涵。②近郊区的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大多低于远郊区，形成了典型的“逆杜能圈”。

③上海郊区各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差异最大，劳动生产率的不平衡是制约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④

农业科技化、农业合作化和农民老龄化是影响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的三类主要因素;近郊区的农业科技水平、从业

人员素质与农业联合经营情况均优于远郊区，但并未带来更高的农业生产率;远郊区的农民老龄化程度高于近郊区，

其农业生产仍然处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以效率提升为主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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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率是农业投入一产出效率的一种度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端赖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实质上就是要提高土地产

出率、资源利用率及劳动生产率。在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上海郊区农业生

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机制，既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

农业生产率的客观要求。 

农业生产率是一个得到广泛研究与应用的课题。在土地生产率方面，其计量方法、变化特征、影响因素、提升潜力与途径

等成为研究重点，其中影响因素的研究格外引人关注，包括农场规模、市场缺陷、土壤生物区系、生态系统服务、土地细碎化、

土地流转、耕作技术、种植制度等[1-10]。而耕地资源又关乎人口的粮食安全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耕地生产率的研究亦颇受

重视[11-14]。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则侧重其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及改善举措等内容[15-21]。也有个别学者探讨过农业土地

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时序变化关系[22]。在综合农业生产率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影响机制与

提升效应[23-35]。国内学者在农业生产率的空间测度方法与影响因素分析[36]、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和形成条件[37]、农业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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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时空变化特征[38]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有:①农业生产率的内涵有所拓展，除了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外，一些研究

还考虑了资金使用效率、资源利用率等。②定量测度指标和方法日益多样化，主要有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法、排序系数法、

农业生产率系数指数法、粮食当量系数法、生产率评价指数法、加权排序指数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平均生产率指数法等。

③影响因素的分析逐步深化、细化，除了土地肥力、农药、化肥、灌溉、机械化、经营规模、种植制度等传统因素外，人力资

本、制度变革、经济政策、基因工程、气候变化等因素逐渐受到关注。④农业生产率演变的时序关系受到重视。同时，存在的

主要不足是:①土地生产率的计量范畴仍较为单一，平均产量和收获面积为其主要考虑因素[32]，能量等因素则大多被忽视;②区

域内部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空间演变关系尚缺乏详细分析;③新的影响因素不断产生，动态追踪有待加强;④在研

究区域选择上，重粮食主产区而轻大都市郊区的偏向有待纠正。因此，本文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对其农业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

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农业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本文基于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来综合度量农业生产率。这里所指的农业主要是种植业。 

1.1.1 土地生产率 

参考印度学者 Singh[33]、Shafi[34]、Singh 和 Dhillion[35]提出的方法，本文采用标准化作物一产量指数、加权作物一当量指

数和播种强度指数 3个指数来综合计量土地生产率。 

① 标准化作物一产量指数（Ic)。某一地域的标准化作物产量指数以该地域内各主要作物产量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

某一地域内特定作物的单产除以整个区域该作物平均单产后的值乘以 100,即为这一作物在该地域内的产量指数。以各作物播种

面积占地域净播种面积的比例作为计算标准化产量指数的权值。 

 

式中：Ic为某一地域的标准化作物产量指数；Pi为该区域中第 i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Ici为第 i种作物的产量指数。 

根据上海市主要农作物播种情况，选取大麦、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菜、食用菌、蔬菜、水果 9 类主要作物进行计

算，由于蔬菜和水果品种丰富，这里对地域范围内混合蔬菜、混合水果进行分析。 

② 加权作物当量指数（ID)。农业土地的产出至少应当包括价格形态的产出、价值形态的产出和能量的产出 3个方面。因

此，本文根据作物的价格、产值和热量意义来确定作物的当量系数（Ge），以水稻为参照系进行其他作物的当量系数估算。各类

作物的当量系数为其对应价格系数、产值系数和热量系数的均值(表 1)。 

表 1主要作物当量系数 

作物 价格系数 产值系数 热量系数 当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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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100.00 100 100 100 

油菜 177.67 6.04 235.82 139.84 

棉花 273.00 0.38 227.40 166.93 

蔬菜 61.67 712.75 6.99 260.47 

小麦 74.67 26.38 101.69 67.58 

大麦 66.67 0.88 101.27 56.27 

食用菌 266.67 73.12 8.06 115.95 

水果 184.67 243.67 15.94 148.09 

玉米 80.00 6.12 103.21 63.11 

注:①价格系数、产值系数根据《2014 上海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②热量系数根据《2014 上海统计年鉴》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586-1991《热量单位、符号与换算》中的“有机物能量折算表”计算得到。 

以某一地域内某一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为权值对该地域内所有作物的当量系数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结果即为

这一地域的加权作物当量指数。 

 

式中：ID为某一地域的加权作物当量指数；Pi为该区域中第 i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Gei为第 i种作物的当量系数。 

③ 播种强度指数(IB)。播种强度是表示某一区域农业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某一地域单元中净播种面积除以土地总面积

的结果乘以 100,即为该地域单元的播种强度指数。 

④ 土地生产率指数（IT）。上述三个指数的平均值即为土地生产率指数。 

 

1.1.2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本文采用农业劳动力指数来测度劳

动生产率。将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劳动力指数的比值作为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指数为某一地域单元内每公顷净播种面积上农业劳

动力数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海各郊区均未将种植业劳动力单独列出，故本文暂用农业劳动力来代替种植业劳动力。 

 

式中：IL为某一地域单元劳动生产率指数；IT为其土地生产率指数；IW为该地域单元每公顷净播种面积上的劳动力数量。 

1.1.3 农业生产率 

本文运用熵权法对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进行定权，进而通过加权计算农业生产率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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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业生产率的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1.2.1 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变异系数(CV)来分析生产率的空间差异状况。它是表示一个变量变异程度大小的统计量，为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的

百分数。公式表示为 CV=σ  μ ，式中σ为样本标准差，|μ|为均值。 

1.2.2 高/低聚类分析 

高/低聚类(Getis - Ord General G)可针对指定的研究区域测量高值或低值的密度。如果 z 得分值为正数，表明属性的高

值将在研究区域中聚类。反之，z得分值为负数，表明属性的低值将在研究区域中聚类。 

1.3 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1.3.1 主成分分析 

根据上海郊区的具体情况，本文选取对各项生产率可能产生影响的 13 个因素进行分析(表 2)，试图确定各项生产率与主要

影响因子间的定量关系。 

表 2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子 

指标 指标内容 

X1 农村人口比例(％) 

X2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 kw/km2) 

X3 农用化肥施用量(t/km2) 

X4 农民专业合作社密度(家/km2) 

X5 农村用电量(亿 kW•h/km2) 

X6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 

X7 粮食播种面积比例(％) 

X8 农业总产值比例(如） 

X9 大学以上人口比例(％) 

X10 老年人口比例(％) 

X11 文盲率(％) 

X12 政府科研经费投人(亿元） 

X13 科研人员数量(百人） 

1.3.2 回归分析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解各区域土地生产率指数 IT劳动生产率指数 IL、农业生产率指数 IN与

各主成分之间的定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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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上海郊区的农业生产率指数 

由表 3 可知:沪郊 9 个区的标准化作物产量指数差异显著，浦东新区的指数值最高（153.75)，崇明县次之(138.25)，闵行

区最低(3.48);加权作物当量指数最高的是浦东新区(260.47)，嘉定区次之(167.96) ，金山区的指数值最低（106.58);金山区

的播种强度指数最高（155.81)，崇明县次之(124.80)，宝山区的播种强度指数最低(27.48)，主要原因是农业用地面积较少。

综合来看，沪郊土地生产率指数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浦东新区、崇明区、全山区、奉贤区、青浦区、嘉定区、松江区、闵行区、

宝山区。 

就劳动生产率指数来看，最高的是金山区(150.38)，其次为松江区（149.04)和嘉定区(144.52)，最低的是闵行区（20.92)

和奉贤区(43.64)(表 4)。 

就农业综合生产率指数而言，金山区最高(125.96) ，浦东新区次之(120.34)，宝山区和闵行区最低，分别为 65.34 和

46.76(表 4)。 

表 3上海郊区土地生产率指数 

区域 播种强度指数 当量指数 产量指数 土地生产率指数 

闵行区 31.59 159.09 3.48 64.72 

宝山区 27.48 142.45 5.21 58.38 

嘉定区 72.71 167.96 19.61 86.76 

浦东新区 92.59 260.47 153.75 168.94 

金山区 155.81 106.58 64.55 108.98 

松江区 94.65 107.28 19.51 73.81 

青浦区 96.06 131.67 43.44 90.39 

奉贤区 107.62 133.26 52.18 97.69 

崇明区 124.80 138.23 138.25 133.76 

注:根据 2014 年上海市郊区各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表 4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指数 

区域 土地生产率率指数 劳动生产指数劳动 农业生产率指数 

闵行区 64.72 20.92 46.76 

宝山区 58.38 75.35 65.34 

嘉定区 86.76 144.52 110.44 

浦东新区 168.94 50.41 120.34 

金山区 108.98 150.38 125.96 

松江区 73.81 149.04 104.66 

青浦区 90.39 106.22 96.88 

奉贤区 97.69 43.64 75.53 

崇明区 133.76 58.14 1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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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格局 

上海郊区的土地生产率指数、劳动生产率指数和农业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1〜图 3。 

 

由表 5 可知，沪郊劳动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差异最大，土地生产率指数次之，农业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差异最小。劳动生产率

的不平衡是制约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表 5变异系数 

 土地生产率指数 劳动生产率指数 农业生产率指数 

σ  33.1300 47.2227 24.8929 

μ 98.1589 88.7350 94.3000 

CV 0.3375 0.5322 0.2640 

由表 6 可知，上海郊区土地生产率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低聚类”模式，而劳动生产率指数和农业生产率指数的聚类特

征不明显，接近随机分布。表明上海郊区各区域 3 项生产率指数的高低没有对其邻近区域产生显著影响，亦即其溢出效应的作

用尚不明显。 

表 6 General G 指数 

 土地生产率指数 劳动生产率指数 农业生产率指数 

General G 观测值 0.000010 0.000014 0.000011 

General G 期望值 0.000013 0.000013 0.000013 

Z -1.903490 0.738976 -1.48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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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6977 0.459922 0.137973 

2.3 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2.3.1 主成分分析结果 

对表 2中 13 个影响因子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前三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已达 87.34%，说明前三个主成分能够充分

表示全部农业生产率影响因子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即对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产生影响的13个影响因子可归并为三类，其特征值、

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 7。 

表 7各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F1 3.66 45.70 45.70 

F2 2.08 25.98 71.68 

F3 1.25 15.66 87.34 

从表 8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 F1与影响因子 X9、X5、X12和 X13存在较大的正相关，这 4项要素与农业科技水平及从业人员素

质密切相关，故 F1可以看作是农业科技化的代表性指标。第二主成分 F2与要素 X4存在较大的正相关性，可以作为农业合作化的

代表性指标。第三主成分与 X10。存在较大的正相关，可以作为农民老龄化的代表性指标。 

表 8主成分荷载 

指标 F1 F2 F3 

X1 -0.6942 0.2367 0.0225 

X2 0.2726 -0.6107 0.2045 

X3 -0.0511 -0.7490 -0.1942 

X4 0.2634 0.4753 -0.2887 

X5 0.6445 -0.1718 0.3653 

X6 0.2831 -0.5733 0.4041 

X7 -0.5027 -0.2203 -0.4053 

X8 -0.6030 0.1307 0.4605 

X9 0.7120 0.1420 0.0075 

XlO -0.4655 0.1945 0.5216 

X11 -0.7251 0.1248 0.2677 

X12 0.5765 0.3619 0.2642 

X13 0.5779 0.4841 0.0510 

计算各区域在第一、二、三主成分上的得分，结果见表 9。如果一个区域在某一主成分上得分为正，则意味着这一区域的该

主成分在平均发展水平之上;反之，得分为负，则表明在平均水平以下。对 F1、F2、F3得分进行空间分析可知:近郊区的 F1、F2得

分高于远郊区，远郊区的 F3 得分则相对较高。表明上海近郊区的农业科技水平、从业人员素质与农业联合经营情况均优于远郊

区;远郊区的农民老龄化程度高于近郊区，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 

表 9各区域主成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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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F1 F2 F3 IT IL IN 

闵行区 159.9809 110.6459 0.9438 64.72 20.92 46.76 

宝山区 31.8246 -20.436 -20.2631 58.38 75.35 65.34 

嘉定区 64.4856 56.3896 -33.3218 86.76 144.52 110.44 

浦东新区 162.7636 261.5816 -131.46 168.94 50.41 120.34 

金山区 -51.8314 38.8991 -24.2586 108.98 150.38 125.96 

松江区 12.8814 6.2529 -19.8461 73.81 149.04 104.66 

青浦区 -40.1809 -33.8291 7.2886 90.39 106.22 96.88 

奉贤区 -24.6475 40.1606 -7.9429 97.69 43.64 75.53 

崇明区 -187.48 27.4258 110.1478 133.76 58.14 102.76 

2.3.2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构造 F统计量： 

 

计算可得:在置信水平α=0.005 下查 F分布表知 F0.005(3,5)=16.53,F0.25(3,5)=1.88。由于 FT=33.5873＞F0.005(3,5), FN=3.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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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5(3,5)，FL=2.1648＞F0.25(3,5)，所以在置信水平α=0.005,回归方程(6)显著；在置信水平α=0.25 下，回归方程(7)、(8)

是显著的。 

表 10 F 检验系数表 

 土地生产率指数 劳动生产率指数 农业生产率指数 

U 9411.3885 11340.2727 3743.5050 

Q 467.0106 8730.6689 1834.0354 

F 33.5873 2.1648 3.4019 

3 结论与建议 

第一，在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测度中，综合考虑了产量、产值、热量、播种强度等多项因素，拓展了农业生产率的内涵。上

海郊区作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农业先进生产要素聚集区、农业多功能开发样板区、农村改革先行区[39]，为形成农业土地

生产率的领先优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从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来看，宝山、闵行、嘉定等近郊区的土地生产率指数低于远郊区，闵行、浦东等近郊区的劳动

生产率指数低于远郊区，产生了典型的“逆杜能圈”现象[40]。表明在上海大都市近郊区，一方面，由于土地升值快且潜力大，

土地投机趋于活跃，易于产生过度追求短期性的土地流转增值收益而造成土地粗放经营或低度利用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大都市

近郊区非农产业相对发达和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又易于形成种植业副业化、农地外租化、农民兼业化现象。“逆杜能圈”的产

生，不仅造成了近郊区土地生产率的损失，而且导致了区位地租的浪费。因此，进一步发挥近郊区的区位比较优势，重构产品

绿色、产出高效、产业融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大都市近郊现代农业新高地，是上海近郊面临的重大实践任务。 

第三，上海郊区劳动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大，土地生产率指数次之，农业生产率指数最小，劳动生产率的不平衡是制

约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土地生产率指数呈现“低聚类”分布模式，而劳动生产率指数和农业生产率指数则接近随机分

布。表明农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因此，上海农业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要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优质绿色农产品品牌集聚中心和会展中心，还应为本市郊区都市现代农业的全面繁兴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 

第四，农业科技化、农业合作化和农民老龄化是影响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率的三类主要因素。近郊区的农业科技水平、从业

人员素质与农业联合经营情况均优于远郊区，但并未带来更高的农业生产率;远郊区的农民老龄化程度高于近郊区，其农业生产

仍然处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以效率提升为主的发展时期。因此，除了着力提高郊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及科技

创新和应用能力外，积极推进农业经营组织创新，促进各类经营主体的融合发展，提升农业合作经营水平，重视引进外地优秀

青年农民来沪经营农业，是进一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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